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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郭沫若要“知人论世”
□马识途

作家年表作家年表

经典的魅力在于伟大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人生历程、理念哲思和学术思想，蕴含着丰赡而持久的阐释可能与意义空

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为接力承续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光荣传统，展示当代文学成就与经验，弘扬经典作

家的当代价值，本报决定重启“经典作家专刊”，以每期四个版的容量，以“作家印象”“文学地理”“重读经典”“文史钩沉”“学术视野”“域外传真”等

专栏，深入体察作家和作品背后的历史缘由，重新发现与考辨丰富复杂的史料细节，以富于学理和学术性的文字，继续向各界读者揭示中国现当代

文学名家熠熠生辉的持久魅力，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更多营养，向全社会彰显更多属于文学的精神感召和审美力量，为建设文化强国发光发热。

我和郭沫若其实没有什么往来，最多是见过几面。他曾是中
国科学院的院长，我是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的党委书记、副院
长，中国科学院每开年会，我一定要去北京，有时就见到郭沫若
到会和大科学家们见面，寒暄几句便退席了。他曾来过成都，因
为他是院长，难免要以视察为名，到西南分院走走看看，还在大
家的要求之下，为分院和有的研究所写过几幅字，如是而已。

但是要说到我和他的神交，那却长而且深。我上初中时，便
有进步老师向我们展示当时上海出版的创造社的刊物，向我们
介绍并朗诵惊天动地的《女神》里的诗歌，许多啊呀之类的呐喊
声，至今还有残余印象。其后我游学上海，读过他化名“鼎堂”发
表的文章和他翻译的美国小说。我也佩服他的爱国热情，他在武
汉领导文化界抗日活动时，我也在武汉，和上海来的胡绳等文化
人有些来往，到“三厅”去拜访过那些文化人。我当时已经入党，
担任武汉的职业青年抗战组织“蚁社”的党支部书记，我通过党
组织去拜请郭沫若来给这些职业青年做报告。郭老欣然答允并
到汉口“蚁社”来和这些店员职员们见面，发表抗日讲演。这就是
我和郭老的最亲近的一次接触。他在陪都重庆作为文化界领头
人，写作并演出《屈原》等话剧，轰动山城。周恩来为他举办“纪念
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寿辰活动”，宣布他和鲁迅是中国

文化界的两面旗帜，奠定他的历史地位。
解放后，郭沫若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

联主席。他的各种文化活动，学术研究著作、文艺创作，使他成为
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文学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
法家和古籍研判专家。党中央特别倚重这位文化巨人、正面文化
大旗，也是他在去世前于文代会上宣布了文艺春天的到来。

他去世以后不久，文艺界建立郭沫若研究学会，我也忝列发
起人之中，并被选为副会长，同时由我和四川文化界发起建立的
四川的研究会，成为全国郭沫若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我们举行
过多次学术讨论会，不间断地出版了百多期《郭沫若学刊》，成为
学术中心刊物，颇受全国学术界重视。我不是学者，无力也无时
间研究郭沫若，但我十分崇敬他。我不自愧担任过四川郭研会的
会长和参加多次学术讨论会并发了言。我一直支持《郭沫若学
刊》，我不无自豪地说，我曾对研究郭沫若起过一点推动作用。

在郭沫若研究会举办的“郭沫若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
我辞去了会长，并作了告别发言，才最后把积压在我心中几十年
的困惑吐了出来。

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的文化巨人，闻名海内外，受
到广泛的尊重。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近年以来，在和一些

作家和学者谈到郭沫若时，似乎总感到，有些人说到郭沫若，表
示一种不屑或者惋惜的口气，甚至带着几分揶揄或挖苦。海外也
传来某些学者类似的声音，甚至颇有点身份的文化人也提出重
新认识郭沫若的问题。

一个伟大人物，总是非常人物，在非常之时，做非常之事，因
此总是有誉有毁。世上没有什么完人，伟大的人物更无例处。研
究历史人物总要“知人论世”，不明其世，怎知其人？对郭沫若，我
也以为应该知人论世，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一、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对影响历史
进程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指
导。必须以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把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
环境中，进行具体地考察。

三、必须反对评价历史人物的唯心主义观点。不能主观地把
某一段历史放进臆测的框架中去，然后把人物放到设想的位置
上，投射以预设颜色的灯光，于是轻率地得出结论：这就是这个
人物的本来面目了。

四、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必须在特定历史的全过程
中，把历史人物的有根有据的生活全过程，进行全景式的透彻的
考察，不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看他是加速或促进了，还是阻碍
或迟滞了历史的发展过程。切不可看一时一事，凭个人的喜恶，
妄加褒贬。

我以年逾百岁之身，告别郭研时，说出我的困惑，希望研究
者诸公给郭沫若这个历史人物一个不朽的定位。

（慕津锋根据采访和资料整理）

百余年前诞生在四川的郭沫若，在反封建反殖民统治的风
云动荡中走出夔门，留日治学，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参加北伐，
投身抗日战争，随后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他的人生伴随着中国
由封建王朝走向现代独立国家的整个过程，他的足迹涉及诸多
领域，在文学与学术方面也做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杰出贡献。

诗歌创作形式与内涵的突破
在文学领域，郭沫若的新诗登上中国现代文坛已将近一个

世纪，以《女神》为代表的初期诗歌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底。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强盛祖国纷纷走
向海外，吸收西方的新思想新文艺，鲁迅撰写《摩罗诗力说》是在
日本，胡适尝试新诗是在美国，郭沫若的《女神》则诞生于日本，
他们无一不置身遥远的异国他乡，在生疏风土的边缘开始向新
文学迈出第一步。五四时期，郭沫若虽身在日本，但仍然极度关
心着祖国的动向，隔着大海，遥望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此时
他不仅远离中国文化的中心，甚至在日本也远离了中国留学生
最集中、现代文化最绚烂的东京，蹩居在偏远的九州。这种地政
上空间上的文化边缘性深层性地潜藏在《女神》的源流中。

可以说郭沫若在诗歌创作上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形式的
突破，二是对诗歌本质内涵的突破。二者在他的诗里都呈现着

“记号论布置的颠倒”，他认为“艺术是从内部发生”“是灵魂与自
然的结合”，又提出“诗的原始细胞只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
绪”。他把直觉比作“细胞核”，把情绪比作“原形质”，把形式比
作“细胞膜”，“细胞膜”从“原形质”中分泌出来。他反对在形式
上因袭既成的形成，主张形式上“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在
《三叶集》中给宗白华的信中指出：“诗的生成，如象自然物的生
存一般，不当参以丝毫的矫揉造作。新诗的生命便在这里。古
人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诗，今人用我们的言
辞表示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新诗写作的动机在这里阐述得
很清楚，就是意图从踏袭古典、重视既成概念与形式转向于直接
表现个人内心的声音，追求主体、语言、感情紧密合体的状态。

这个时期，郭沫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约而同地
开始了现代新诗的探索与尝试，以历史的观点解释诗歌的发生，
以心理学的方法解析诗歌的本质，这样的理论性研究较胡适的
新诗论更深一步，而在后来的朱光潜诗论中亦可找到相近的论
述。诗集《女神》的现代意义之一，就在于它发出了现代人内心
的声音，声音争得了优位，如《笔立山头展望》《天狗》《晨安》《立
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就是一首表示“力
的节奏”的诗。郭沫若在《论节奏》中对这首诗作了说明：“没有
看过海的人或者是没有看过大海的人，读了我这首诗的，或许会
嫌它过于狂暴。但是与我有同样经验的人，立在那样的海边上
的时候，恐怕都要和我这样的狂叫吧。这是海涛的节奏鼓舞了
我，不能不这样叫的。”也就是说，这不是诗人“做”出来的，而是
风景的发现激发诗人“写”出来的，诗的生命要在切实表现内心
的声音。

《女神》的现代意义之一，就在于它发出了现代人内心的
“音”，“声音”争得了优位。在口语诗歌已获得存在权的今天，我
们读《女神》或许会感到它太狂暴、太粗糙、太口号，不够完美，但
这正是《女神》的边缘性、非古典性、非正统性的浪漫精神所致。
在1920年代新诗摸索的阶段，这样的尝试是很大胆的。它之所
以能激起青年们的狂热激情，就因为它由边缘向中心大胆地发
出了现代人内心的“声音”，这“声音”从传统的文学观来看是偏
激的、非主流的，但它却吐出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被压抑的心
声，鼓起了青年们的激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对《女
神》在白话新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做出客观、切实的肯定。

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
郭沫若的另一个贡献是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他的研

究始于1928年日本流亡期间。他的流亡生活持续了10年，在日
期间他一直受着日本警察的监视，失去言论及作品发表的自由，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大胆地开始了新的工作。

郭沫若在赴日之前就设定了一个学术研究的计划。他从少
年时代比较熟悉的《易经》开始研究，1928年7月写就了论文
《〈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继《易经》之后又着手研究
《诗经》《书经》。这时他产生了一个疑念：“我们纵使可以相信
《易》《书》《诗》是先秦典籍但它们已经失真，那是可以断言的。
因此要论中国的古代，单根据它们来作为研究资料，那在出发点
上便已经有了问题。”也就是说，郭沫若对前述典籍作为史料的
真实性提出质疑。他开始追求“第一手的资料，如考古发掘所得
的，没有经过后世删改，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他
第一次开始意识到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以及其与考古的关系。

郭沫若在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里找到罗振玉编的《殷墟

书契前编》，在这本书中
他第一次看到了殷代的
甲骨文。这本书除了罗
振玉写的一篇序文外，
收入的都是 1899 年以
后出土于中国河南省安
阳市小屯村的殷代甲骨
拓片。但这些拓片还未
被解读。于是他又到处
寻找解读这些甲骨文的
方法。他在中文书店

“文求堂”发现了罗振玉
的《殷墟书契考释》。翻
开看时，书中研究项目
秩序整齐，还附有字汇
考释，正是他求之不得
的。他需要马上买下这
本书，但看看书价是12

元，这个价格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的口袋里只有6块
钱，书是买不起的了，但他竟大胆地向店主提出用这6块钱借这
本书看两天。店主田中庆太郎对他的要求很吃惊，自然是拒绝
了。但田中庆太郎看出客人的眼界不凡，便告诉郭沫若到“东洋
文库”去，那里收藏着他所需要的书籍，并将东洋文库主任石田
干之助介绍给他。

经田中庆太郎的周旋，郭沫若借用山上正义的中国名字林
守仁去找石田干之助，由石田引荐进入东洋文库。因为有这段
经历，郭沫若在流亡期间一直与田中庆太郎保持着深厚的友
情。东洋文库建于1924年，当时日本三菱财团第三代总帅岩崎
久弥买下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毛力斯所藏的有关中国研究的文
献，即毛力斯文库，加之他自己也拥有庞大的日本古典书籍及汉
文书籍。东洋文库就是为了收藏这一大批文献所建，其中还收
藏了很多甲骨文拓片，这些拓片都还没有被解读。当时东洋文
库是以东京帝国大学白鸟库吉博士为代表的东京文献学派的一
个研究基地。郭沫若在传记《我是中国人》中回忆白鸟库吉、饭
田忠夫等当时的东京派学者们的中国古代文化观时，曾写道：

“他（白鸟库吉）下边的一群学者，大多是受了法兰西学派的影
响。对于中国的古典没有什么坚实的根底，而好作放诞不经的
怪论。”这里郭沫若所提东京学派的中国古代文化观，指的是派
生于所谓“中国文明西源论”的学术观点。

法国的中国学家拉克伯里于1894年出版《中国古文明西来
论》一书，主张中国人的祖先及古代文明是由古代巴比伦传来
的，进而打出“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一学说在亚洲引起了很大
的震动，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东京学派多受拉克伯里学说
的影响，特别是白鸟库吉积极继承，并以此为基点展开他自己的
中国史论。这个时期，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之间还展开了“尧舜
禹抹杀争论”，成为日本中国史学界的一大事件。拉克伯里的

“中国文明西来说”也波及了中国史学界，这种文化史观在当时
占着史学界的主流地位，郭沫若的这段话道破了20世纪30年代
日本史学界对中国文化史的错误认识。

总之，当时东京史学派对甲骨文研究并不重视，而郭沫若却
偏偏兢兢业业地展开这方面的研究。他对史学的切入口恰恰是
日本主流学派最轻视的地方。在东洋文库，郭沫若读了罗振玉
的《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仅仅两个月他就读解
了甲骨文字的秘密。1929年9月，他完成了论文《卜辞中之古代
社会》，后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该书于1930年3月由上
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是他第一本史学论著。这部专著的出版在
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年之间就增印了三版。接着他又撰
写了《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分别于1931年
5月和6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首先打出他的历史
观：“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
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在史学研究中他以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轴，主张克服以往的考据学，重
视甲骨文和金文的整理与系统考释。提倡“人的观点”，这便是

“实事求是”的科学史观。这本书给日本史学界也带来了一些影

响，出版后第二年就出现了日文版，译者是日本评论家藤枝丈
夫，日本版题目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此书在日本的版本有
三种，分别是1931年东京内外社版、1933年成光馆版和1935年
东学社版。本书对日本史学界的影响首先可举登载在白扬社杂
志上的几篇评论，其中，史学家早川二郎的书评《郭沫若氏著〈中
国古代社会史论〉》可为谓最早，文章很短，仅仅3页纸面，而且文
中多见被删除的文字，很难准确了解他的论旨。仅可指出的是
围绕“中国古代（周代前期）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这一点，早川
并不同意郭沫若的意见。他凭据当时苏联支那问题研究所的见
解，质疑依靠古典记载（《诗经》《左传》《史记》等）分析古代社会
生产结构的方法论，进而否定郭沫若的古代史——周代为奴隶
制社会——的见解。当时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周代、春
秋时代、战国时代——的通论一般定义为封建社会，20世纪30
年代，日本史学界围绕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问题开始大规模的
学术性争论，因此郭沫若的研究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强烈反响。
这证明当时日本史学界围绕封建制社会与奴隶制社会问题的讨
论，已出现了对主流性定义的质疑。在当时的日本史学界，早川
所提倡的史学方法论可以算是崭新的，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
见解仍偏重于主流性定义。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
他起到了刺激作用，从时代的角度看，他的评论充分佐证了郭沫
若古代史研究的先驱性。

几年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又引起了日本普罗评论家、社
会运动家佐野袈裟美的关注，他在《支那封建制成立过程及其特
殊性》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问题在国
际史学界正处于混乱不定的状态。作为反通论的学术见解，佐
野首先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例，并声明他自己的
专著《支那历史读本》亦将西周、东周到春秋前期界定为奴隶制
社会。他在《支那封建制成立过程及其特殊性》中简介了他的
《支那历史读本》，通过《诗经》《春秋左氏传》《史记》《孟子》《国
语》等，分析论证了从周代到春秋时代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
过程，虽然具体方法和过程有待别论，但从这篇文章可推测佐野
袈裟美的古代史观大致与郭沫若相近。

佐野袈裟美的《支那历史读本》于1937年1月由白扬社出
版，该书的参考文献一览中所见郭沫若的书籍有《中国古代社
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青铜器研究要纂》《卜辞通纂》《天的
思想》《两周金文辞大系》《屈原时代》。佐野主要在本书前半部
分“殷周氏族制与奴隶制问题”中多次引用这些著作，次数在
24次以上。在殷周是封建制社会抑或是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上，
佐野通过史料分析得到了与早川二郎以及史学界通论不同的
结论，他在“支那在亚洲生产模式中的具体形态”一节中指出：

“我认为支那周代奴隶劳动的比例在生产领域中所占的比例
是值得重视的，对于支那在亚洲生产模式中的形态，我与早川
氏持不同看法，我认为将它划类为一种奴隶所有者的生产模
式是较为妥当的。”很明显，在殷周社会结构的问题上，佐野
的结论与郭沫若相同，他在撰写时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这点是
无可怀疑的。

20世纪30年代，许多杂志上出现的有关郭沫若史学研究的
评论，实际上都源于他的治学态度、方法论及资料使用的崭新特
质，他的史学研究无疑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为解释历史提供了
新的可能性。1932年以后，《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
余释之余》《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
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陆续出
版，这些重要的研究论著都是在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写就，由文
求堂书店影印出版的。

不论《女神》还是史学研究、古文字研究都是在日本完成的，
《女神》诞生于日本留学时期，史学研究完成于流亡时期。这两
个时期对中国来说正是内忧外患、社会动乱且中日关系日益紧
张的时代。对郭沫若来说也是极度艰难的时期，但在这样的时
代状况中他的爱国忧国之心从未动摇过，他利用日本当时的文
化环境，孜孜不倦地汲取西方的现代思想与艺术，打下了中国现
代新诗的基础，以科学的态度及方法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
地。他的一生伴随了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也为我们提示了丰
富的人生经验。

（本文作者系郭沫若先生外孙女，现为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
部教授）

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嘉定府乐
山县沙湾镇一个地主兼营商业家庭。

1897年，入家塾“绥山山馆”读书。
1906年春，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学习。
1907年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

经斡旋返校；夏，升入嘉定府官立中学堂。
1909年秋，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

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春，进省城成都，插入官立高等分设

中学堂。
1913年春，考入官立高等学校正科二部九

班。夏，被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
1913年底，在大哥郭开文资助下赴日本留

学。
1918年夏，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

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创作的诗歌《凤凰涅槃》《地
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在上海《时事新报》
副刊《学灯》上发表，引起中国诗坛关注。

1920年，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为《三叶
集》出版。

1921年6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同创
立创造社；8月，第一本新诗集《女神》由上海泰
东图书局出版。

1922年5月，主持创办的《创造》季刊问世。
1923年春，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获

医学学士学位。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

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系
统了解，从此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1926年3月，应邀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
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7
月，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任北伐军总政治部
宣传科长、副主任。

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撰写《请看今
日之蒋介石》。8月，参加南昌起义，撤退途中由
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经周
恩来同意，在中共地下党掩护下离开上海赴日
本，定居千叶县市川市，行动受日本宪警监视。

1930 年 3 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
立，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版税捐给“左联”作基
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之作《中国古代社
会研究》出版。

1931-1936年，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殷周
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
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
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
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著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归国参加
抗战；8月，主办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
亡日报》；11月27日，因上海失守而离开上海，到
香港、广州活动。

1938年1月，抵武汉，组建国民政府军委会
政治部第三厅，4月就任厅长；年底率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撤退至重庆。

1940年，辞去三厅厅长，改任文化工作委员
会主任。

1941年11月，文化界开展“纪念郭沫若创作
生活25周年暨50寿辰活动”。

1941-1943年，完成历史剧《棠棣之花》《屈
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

1944年春，完成论著《甲申三百年祭》，被中
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1945年2月，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
民主政治。

1946 年 1 月，出席政治协商会议；5 月离重
庆抵上海；6月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

1947年11月，由沪赴港。
1948年4月，因考古学领域的成就，被推选

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年末赴东北解放区，
筹备新政协会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当选中
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0月，任中国保卫世界和
平大会委员会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
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1年12月，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
际奖。

1954年9月，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副委员长。

1958年10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1969年，完成论著《李白与杜甫》。
1978年春，抱病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

6月12日，因患大叶性肺炎长期医治无效，在北
京逝世。

在漂泊与流亡中深情回望
□藤田梨那

郭沫若郭沫若


